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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向真理低頭

⊙ 陳夏紅

 

一 學在蘇聯

關于留學蘇聯的情形，我以前曾寫過一個小文章，叫做〈雜憶留蘇〉，這裏面對于我當年留

學蘇聯有一部分描述，你可以找來看看。

我被國家派往蘇聯留學是1951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正式派遣蘇聯的第一批。在這之

前，像李鵬那樣的烈士子弟，是1948年直接從延安派出去的。我們這一批400多人，當時是第

一批。我們派到蘇聯去的時候，沒有學過外語，俄語都沒有學過，而再後來從1952年開始派

遣留蘇，一般先在國內先學一年俄語。所以我們當時去的時候，除了陳漢章做過俄文翻譯對

俄文很精通之外，基本上沒有人懂。但我本人在參加工作以後原來有英語的基礎，所以自學

了一點俄語，無非掌握了一些單詞吧。

那一批學法律的，我的印象也就我們十多個人，當時都是組織派遣的，組織從華北局、從團

市委調的。當時我在團市委。我被選中後，只準備了一個月左右就出發了。

我們先被派到喀山大學。列寧曾經在喀山大學法律系讀書，後來因為他在喀山大學從事革命

活動被開除了。但即便這樣，我們能夠去喀山大學，依然感到非常光榮，因為畢竟跟列寧是

校友嘛；儘管列寧被喀山大學開除了，但是列寧曾經坐的那個位置什麼的都還被保留下來。

喀山這個城市現在說起來可能不算小，但是當時的地位來說，比起莫斯科、比起列寧格勒，

當然沒有什麼名氣。當時在喀山學習的只有三所大學有中國的學生，一個是航空學院，這部

分後來很多人成了我們航空航天的骨幹；還有化工學院，後來很有名的就是彭湃烈士的兒

子，是我們國家的核潛艇的總工程師。

我們原以為會一直在喀山待著。可是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了。斯大林逝世後蘇聯搞了

一個大赦，這一大赦就從監獄放出來不少人，所以有一段時期，喀山的社會秩序比較亂。我

們也很擔心，我們駐蘇聯大使館也擔心，覺得這麼一個地方如果社會秩序不太好的話，會影

響到安全，所以陸續這幾所學校的學生都到莫斯科了。所以我們是1951年到1953年在喀山大

學學習，1953年到1956年在莫斯科大學學習，所以課程都是銜接的。

蘇聯的學制中，學院是四年，大學是五年。我們這些人除了陳漢章是俄文翻譯直接上了大學

一年級之外，其他人都是先學一年外語再上大學，所以正常的學習時間是六年。我當時只上

了半年的俄語，下半年我就隨著本科生上課了。當然很吃力，所有的課程要是想聽懂，必須

事先把課文看一兩遍，完後再聽講就有些印象。這樣的話，我就在第一年的下半年我就開始

跟著班來上課，參加考試，然後把第一學期還沒有考的四門課，我還在後來自己學完再補



考，所以這樣的話我等于說比其他的人吧，像那一起去的還有王叔文、吳健璠，比起他們我

等于說是提前了一年。這就是為什麼我常常說，我提前一年回來，搶個右派帽子戴，就是這

個道理。

莫斯科大學學習也分為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就在老校舍了，老校舍雖然在莫斯科條件比較

差一點，條件相對來說要艱苦一點。後來莫斯科大學新校舍修成了，在一個現在還很有名的

當時叫列寧山現在叫麻雀山的地方。莫斯科大學新校舍現在仍然很宏偉、壯觀。我們在那裏

大概有兩年時間。

蘇聯的學習方式，就像我在文章裏面介紹的一樣，蘇聯本身的法律體系仍然是羅馬法體系，

蘇聯的教學方法也有一些很可取的，就是是德國式的SIMINAR，也就是討論式的，還有一些很

可取的地方，要更多的著重于老師出個案例題，然後由學生討論，去從蘇聯現行的法律裏面

找答案。這點對我們來說比較艱苦，因為不瞭解蘇聯當時的社會情況，在瞭解使用的法律方

面會比較困難。

在蘇聯期間，每年假期的時候，我們都要去玩兒，有的時候去休養地區休養。我頭一年的時

候，我去一個蘇聯同學的家裏面，那個家是在頓河附近的一個農村，我們在那兒待了三個禮

拜，天天騎馬、喝牛奶等等。這個印象很深，當時蘇聯的農村雖然窮苦，但是他們那個村裏

面比起我們的農村還是富裕很多。

而且還有一個很深的印象，就是蘇聯地大物博，在農村土地不那麼緊張，我記得那時候最歡

樂的就是很多年輕人一塊到樹林裏面採草莓，都是很自然生長的草莓，自然的森林，自然的

長出來的東西，不像我們的現在的土地這麼緊張，一寸地一分地都拿來種糧食。

從當時來說，蘇聯跟中國的關係，應該說分兩個階段：斯大林在的時候，我們關係還不是那

麼緊密，特別是1951年到1953年這段期間。為什麼呢？因為斯大林覺得中國共產黨搞的革命

終究還是農民的革命，不是很正統的無產階級革命，所以他總覺得中國不是很可靠。1949年

10月1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0月9號左右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成立，當時斯大林賀電對德意

志民主共和國成立的評價非常高，但是對中國就不是那麼的高了。我們剛剛在蘇聯的時候，

正是當時斯大林在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在那兒還不能公開活動，因為斯大林不允許任

何其他國家的共產黨或其他政黨在蘇聯土地上活動，當時我們的黨支部還不能成立，只能以

學生會的名義來活動。

其實，中國跟蘇聯關係最好的時候，恰恰是斯大林死了後赫魯曉夫掌權的時候。那時候關係

也比較密切了，而且我們可以成立自己的黨組織，黨組織活動也可以公開。那時候戈爾巴喬

夫就在莫斯科大學團委工作，我那時候在莫斯科大學校學生會工作，可能工作的時候有所來

往，但是現在也記不清楚了，那時候也沒有想到過他後來會做成這樣。

在莫斯科大學學習的這段時間，我們對于蘇聯法律的真正學習應該說不是很深入的，最主要

的原因我在文章裏面也講了，就是我們不能帶任何中文書去。所以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不知道俄文裏面的每一個法律概念，在中文裏面到底是什麼字，學了半天還都是俄文的概

念。但是在中文裏這個字叫什麼呢？有的知道，像債，有一些就不知道相應的概念是什麼

了。另外，在法律上，蘇聯本身還有很多很教條化的東西，蘇聯最大的問題就是教條主義，

什麼東西都是一套一套的。

二 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學院



蘇聯學習回來以後，當初徵求我們意見做什麼工作。當時去的時候，組織上就有一個明確的

目的，大致說你們這批人到蘇聯留學，建國以後第一批，又是文科，文科的人不像理科，理

科的回來可以去工廠、鋼鐵廠、搞自動化、搞汽車等等；我們這些學文科，當時比較明確目

的是起「母機」作用，就是回來後培養下一代人，這樣我們給自己定的目標也是教學研究工

作。所以蘇聯學習回來以後，徵求我個人意見的時候，我也是同意做教學研究工作。

所以從莫斯科大學畢業分配，我就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學院，這是很明確的，所以在1956年就

分配到這兒了。

分配來的時候，當時北京政法學院還是很小的，破破爛爛的。當時錢端升院長也見了，說歡

迎我們。當然當時很明顯，大家心目中都知道黨的領導，錢端升只不過是名義上的院長，實

權都在黨委的手中。當時黨委的一些人，都是從華北革命大學來的一些老幹部。所以回來以

後，明顯感覺到革大的老幹部與北大來的這些知識分子之間關係比較緊張，隔閡也比較大。

老幹部當然還是拿革大的革命培訓班的作風；但是這兒的知識分子都是從原來的北大、清

華、燕京、輔仁等幾個學校轉過來的，還是原來受西方教育的那些知識分子，所以這裏面有

很大的衝突。後來1957年反右的時候，這種衝突表現的更為厲害，明顯就變成革大來的一些

掌權的人物來整這些知識分子。

我回來以後，被看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因為終究是我們國家第一批送到蘇聯正式學法

律回來的。

當時到北京政法學院不久，正好來了一個蘇聯司法代表團。代表團的團長是蘇聯的一個副總

檢察長，蘇聯的檢察長的地位很高，什麼都監督，下面來的也有司法部的，也有很多的教

授，其中有幾個教授是法學方面的著名的老教授，他們的書都是我們在莫斯科時要讀的。當

時還是1956年的時候，正是中蘇關係非常好的時候，所以蘇聯代表團來了非常的重要，國內

也很重視。所以把我抽掉給司法部，負責接待蘇聯司法代表團。 所以我從10月份一直到12月

份一直都陪著代表團。周總理也接見，其他的人也接見，他們做報告，我做翻譯。他們來了

一個多月，他們走後，總結完了我回到學校已經12月份了。

三 中蘇法學比較

蘇聯的法律書籍非常多，我在那兒一個月總要買幾本書。當時我們是500盧布的報酬，吃飯吃

300盧布，當時一本好一點的專著差不多要10個盧布，所以我們還是可以經常跑跑蘇聯的書店

的，法律書籍總是有新的出現。

可是我們50年代整個來說，我回來以後，沒有看到什麼比較像樣的著作，蘇聯的民法教材有

各種各樣的版本，可是我們呢，50年代只有大家知道的中央政法幹校他們一幫人寫的一個，

薄薄的，是大家共用的一本。連北京政法學院這樣的學校都沒有自己專門的教材，所以說，

我所知道的50年代共產黨執政了以後，就沒有關于法學方面的、真正學術方面的著作；要

有，也不過是領導人講話之類的，沒有一些真正的學術上的東西， 60年代也沒有。

當然整體上而言，蘇聯法學在刑法方面和意識形態比較強的領域裏面比較左，但是在一般的

民法裏面，畢竟還屬于學術方面的，不會影響到統治階級執政的基礎方面，它還是不會太

左。



我覺得我們解放以後，最大的問題就是批判舊法，現在看起來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我常常

講，蘇聯十月革命勝利時，列寧頒布了一個《和平法案》和《土地法案》，只是把土地收歸

國有，而原來沙俄時期的民法並沒有廢除，到了1923年通過的蘇俄民法典，才把舊俄民法典

廢除。而我們一建國就廢除了六法全書，所有的國民黨法律都廢除了，自己又沒有法律，難

道你這一廢除了，原來的婚姻都不承認了麼？這麼一來，廢除舊法就意味著原來舊的法律書

籍都是偽的了，那些書都不能用，都是一些偽法、舊法的觀點了。就這樣批判舊法、批判舊

法人員，把這些法治的東西都批判掉了。所以，批判舊法最大的特點是批判偽法統，你批判

舊法就等于批判了整個法律體系和法律理念。這一下來，黨的政策來決定一切，不要法律

了，所以這是從解放一開始就把法律的精神、法治精神批判掉了。

四 搶了一頂右派帽子

第二學期就要上課。上課也是匆匆忙忙，同時我也翻譯了蘇聯的一些東西。第二年開學也就

二、三月份，開學沒有多久就開始整風運動，所以有一些課程沒有講什麼就停了。整風反右

就這樣來了，四、五月份整風，到了六月份反右派。

我們去蘇聯時，當初國家也很窮，沒有飛機，我們到莫斯科是坐火車繞過滿洲里去的，走了

九天九夜。所以這五年中間沒有回來過，對國內的政治情況、過去有什麼運動等等也不太瞭

解，所以還是一個很天真的想法：既然是整風，黨的組織活動還是要積極參加的。

整風剛剛開始的時候，黨組織鼓勵提意見啊。我由于陪蘇聯司法代表團，等于剛剛來學校，

對于學校啥也不知道，自然什麼意見也不能提。後來因為大字報越來越多，有的說現在整風

沒有整起來，覺得學校有黨棍控制著學校，所以當時黨委也希望我們剛從蘇聯回來的也積極

來參加整風。所以當時我也很積極，聽到這些反映，于是起草了二十個人的大字報。當時二

十個人連副教授都夠不上，因為解放以後教授沒有評，連講師都是過去留下來的，都沒有

評，所以都是一些助教。可是這些都是年輕的老師，二十個人晚上在這兒議論，根據大家聽

到的一些反映，討論完了以後就議論了五條意見，讓我來起草，我就起草了一個20人大字

報。我其實就這一件事。

這二十人的大字報裏面，第一條就是成立整風促進委員會，還有重要一條，是要號召中層幹

部起來揭發。這時候主要是針對官僚主義，對辦學裏面遇到的問題，對于宗派主義提一些意

見，那麼中層幹部應該起來揭發。我記得五條意見裏面最後一條是工會應該自上而下的選

舉，工會是代表群眾的，不能上面來指派。

五條意見大字報一貼出來，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過去就是學生貼大字報，現在畢竟老師也

貼大字報了，這個以前沒有啊。當時給我們的反饋意見都說不錯，這個大字報寫的還挺好，

連校黨委書記劉鏡西、李金寶看了都說這個大字報不錯。

完了以後，我又代表青年教師，找了一個黨員代表，一個團員代表，一個群眾代表，一起向

黨委反映意見。黨員代表我是民法教研室的一個林炳煌，他是華僑回來的，後來一直在香港

擔任《鏡報》的主編，叫林文。我就是作為團員代表。還有一個姚照輝作為群眾代表，三個

人找黨委反映了意見，還受到的表揚，說你們的精神很好，我們會認真考慮這些問題。但是

後來，大字報上的言辭越來越激烈了，有的人甚至在大禮堂掛出橫幅「黨棍滾出去！」自由

論壇都出來了。所以反右開始後，沒有多久就把我們大字報定性為反動大字報，把我劃為右

派。



我想被劃為右派，我自己覺得剛從蘇聯回來跟學校任何人沒有矛盾，但是必然會對某些人產

生了威脅。我知道當時教研室裏面有一些非常積極的人，巴不得把你打成右派，這樣至少你

留學生的光環沒有了，他可以排除一個在學術上或者在工作上的一個競爭對手，這個是隱隱

約約可以看到的。

當然也可以非常明顯的看到一點，就是大家都盼望著真正能夠作為知識分子，按照知識分子

所想的來辦校，所以提出了「知識分子辦校」的呼聲。這在當時絕對是一個右派言論。我覺

得從學校當權者角度來看，當時最大的右派言論就是兩個，一個是依法治國，這過分強調法

律，被看作是舊法觀點；另一個就是知識分子來治校，這在他們看來就是排除黨的領導。一

個舊法觀點，一個排除黨的領導，主要的問題和矛盾都體現在這裏。所以從當時情況來說，

除了過去華北革大來的這些老幹部裏面極個別的人跟領導不合被劃分為右派之外，剩下的右

派分子基本上是知識分子。

當然被劃為右派之後，我就是那個情況了，後來大家都知道。

五 在安徽過文革

包括我本人在內，文革期間北京政法學院整個去了安徽。

在文革期間，像我們這樣一些人，大致都是在兩派組織下面活動。當時有哪兩派組織呢？一

個是政法公社，一個是政法兵團。絕大部分的右派或者叫摘帽右派都屬于政法公社，但是我

卻跑到政法兵團去了。這裏面有一些原因，政法公社是劉鏡西這些原來正統的人比較喜歡

的。

而我在文革期間有一件事情，被大字報揭露以後使我非常難過，也看破了這些亂七八糟的東

西。劉鏡西當北京政法學院黨委書記的時候，我隱隱覺得他對我們這樣的從蘇聯留學回來

的、很年輕回來就被劃右派還有一點惋惜，說好聽點，這人還有點愛才，所以我還是留在了

學校，當時我們也沒什麼太多的要求。而且，劉鏡西還讓他兒子到我這兒來補習外語和一些

別的東西。我覺得他把兒子讓「右派」來補習，就說明他對右派並不是像公開場合那樣特別

痛恨，原來當時也沒有說，就算是敵我矛盾也是按人民內部的矛盾處理，繼續留在學校教

書。

1965年的時候搞社會主義文化教育活動，當時叫做「小四清」，學校裏面也搞了。後來就有

人揭露，居然揭露說我拉攏學生。說我怎麼拉攏學生、腐蝕學生呢？有幾件事情。一件事情

是所謂在家宣傳蘇修歌曲。當時政教系那個班學生老到我這兒來，因為我教俄語啊，跟每一

個班的學生都有接觸，因為我是從蘇聯留學回來的，聽聽唱片什麼的。那時候中國跟蘇聯關

係已經鬧僵了，他們就說我在家還宣傳蘇修歌曲。還有一次，有一個學生問我，說老師你這

個腿斷了可以不可以跳舞，我說我從來沒有跳過舞。學生說，蘇聯的將軍兩條腿斷了都可以

跳舞，你怎麼不能跳舞啊？于是我很自然就試了一試，看能不能跳，後來也有人揭發，說我

在自己住的地方開跳舞晚會。另外，學生那時候演出沒有地方借西服，也都從我這兒來借，

于是就有人揭發，說我是用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來腐化學生。最後又有人說，政法系的兩個

學生回家沒有錢，我送給他錢，這也成了一條罪狀了，說困難不向組織提出而向右派提出，

右派用小恩小惠拉攏他了。如此等等，這些材料使我變成了腐蝕青年了，最後黨委決定，要

準備把我清除出去，就是強令離開學校到外面去分配工作。一直把我留在這兒，說明我還有



用。

但我看了這個材料，心裏很不是滋味。這些人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他最後真是什麼都不顧

了，最後可以表明他是很左的。他的立場很簡單，一切都是右派在腐蝕他們。我想這些人的

手段太厲害了，當年需要我幫助他兒子的時候，讓他兒子到我這兒來學這個學那個，最後一

看火要燒到他的時候，他馬上就以更堅決的態度把這些人清除出去以表明他的政治立場。我

說這些人太可怕了，所以我對這些人一直到現在沒有好感。

其實你要是僅僅隨大流還比較好說，整個政治經濟形勢要反右你也反右，形勢要反左你也反

左，但是你為了保存自己要劃清界限。這個裏面有好幾個人。比如原來外語教研室的主任，

平常對我們都很好的，因為那時候所有到外語教研室都幾乎是右派，他們都知道我們講課

好，效果也不錯，所以還能待得住。一到文革，大字報說這些右派極其的狠毒，要劃清界

限，他們也跟著來了。所以左的人，我一直覺得有兩種，一種是左的可愛，一種是左的可

恨。法學界也是這樣的，有的左的可愛，像孫國華，我就是這個觀點，我就是維護黨的統

治，我就是這樣的觀點，也不整人；像張光博這樣的就是左得可恨，平時我也什麼權利本位

之類，一到情況變化馬上就翻過來，拿這個來攻擊別人。

六 進入北京政法學院領導層

文革結束後，其實我本來是要到社科院法學所去的。四人幫倒台後，王家福先來找我了，所

以我現在跟王家福的感情很不錯。他知道我在延慶一個中學，專程到延慶想拉我回法學研究

所，因為他知道我是解放後第一批到蘇聯學法律的，回來的比較早，學習成績也不錯，我剛

開始都答應他了。可是後來北京政法學院復校，我還是又回學校了，對學校畢竟還有感情。

當時給我平反以後，讓我在民法教研室。當時還不敢封我為主任，就叫負責人。當時我們民

法教研室有兩個負責人，一個姓陳的，還有一個我。他是黨員，但專業不強，原來不是搞法

律的，這樣的話，實際上業務方面都是我來抓，比如拉一些人回來開課什麼的。

1979回來復校以後，學校裏最大的矛盾還是文化大革命中兩派的矛盾，因為北京政法學院兩

派矛盾積累太深，鬧的很厲害。而學校當初掌權的實際上還是劉鏡西，他是北京政法學院復

校小組的負責人。劉鏡西他過去反右時整過人，在文化大革命他也有傾向性，特別是他是代

表政法公社，支持政法公社的，對政法兵團的人有一定意見。而學校負責人多數也是政法公

社的。可是政法公社恰恰又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奪權的，被中央定為奪公安部、北京市公安

局的權都是這些人，所以當時曾經定過政法公社的幾個頭頭是「壞分子」。在這個情況下矛

盾更厲害了，所以後來沒有多久就調曹海波來了。

曹海波是從湖北海運學院來黨委書記任上來的，他就這麼進入到政法界了，他現在在政法界

還算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人物。他來了以後，比較支持政法兵團，把兵團的一些人提拔為他的

秘書等等，又反過來了，這又引起了政法公社那一部分人的不滿。所以這樣的話，曹海波也

在這兒待不下去了，當時意見很大，因為校領導裏面政法公社的人佔多數啊，教員裏面政法

公社的也是佔多數啊。當時這種兩派對立的情緒都在人們的腦子裏面存在，因為十年下來這

個感情矛盾衝突很厲害，誰能夠被重用誰能夠進領導班子這個就很重要了。後來司法部決定

曹海波這個班子也不行，又派陳卓來做調查組組長，來看問題在什麼地方，實際上當時已經

內定陳卓當書記。



陳卓一調查發現，覺得確實受重用的都是兩派比較積極的一些人。所以陳卓奉著司法部的命

令，用了一些比較不是兩派重用的人。這個就跟我有點關係了。當時學校打算印教材，而恰

恰我們教研室搞的最好。這樣的話，大家一看我又平反了，又是第一批留蘇的，業務能力在

當時來講又是比較強的，所以最後就選定了我擔任北京政法學院負責教學的副院長，那是

1983年初我就在這麼一個情況下進入了領導班子。後來1984年北京政法學院變成了中國政法

大學，我原來是本科生的副院長，後來不能說再有本科生院了，本科院跟研究生院就都歸入

中國政法大學。這樣的話，我就被提為副校長了。

那時候我不會介入到哪一派，學校領導也好，司法部也好，後台是誰我都不去找，包括書記

陳卓在內，我也是有事該請示請示有什麼事該我做我就做做。所以他們對我的一些做法，有

的滿意，有的不滿意，認為我這個人太獨立了。有一次，我記得請了美國的一個學者來做演

講，陳卓就說，你這麼大的事你都不請示，批評的很厲害。我想這有什麼嘛，教學課程我也

是這樣的，反正我覺得應該我做的我就做，你愛喜歡不喜歡。找了一些管教學的人，嚴端教

務長啊，有一些他們認為是右派分子，我還是憑著這條我行我素。但是有一點東西是我跟學

生的關係不錯，這個上面已經看到了。所以有一次學生罷餐的時候，是鄒瑜當校長了，他來

的時候也是特別拉著我到學生裏面去做工作。

反正在那段時期仍然是存在很激烈的矛盾。如果說50年代北京政法學院的矛盾是知識分子跟

「革大派」老幹部之間的矛盾，那麼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兩派了。而到了80年

代，實際上學校就是一種左的力量和認為現在右派掌權的，有些人公開在下面說現在是右派

掌權。陳光中當時雖然沒劃右派也是右傾，當時像嚴端等等出來工作都是右派，所以有人說

原來左派吃香，現在是右派吃香。

七 1989年中發生的大事

到了1989年這個問題就暴露了，所以1989年出了一些人挑事，就說你看都是以江平為首的一

幫很右的，實際上都是支持動亂的什麼的組織。這就形成了這麼一個局面。還好，到了鄧小

平南巡講話這個問題就解決了，也沒有認為你這個東西什麼右不右了。

1989年夏天有過一個所謂的十校長宣言。十校長宣言是北京市委組織的，市教委通知我去參

加會。當時，北大、清華校長說事情這麼嚴重，希望利用十校長的影響力搞一個簽名，這個

簽名都是在市委的領導下搞的，所以最後追究問題時，市委一直講，十校長簽名不算問題，

這是我們都知道和同意的。後來還有一個新的十校長簽名可跟這個大不一樣，就說，沒有經

過市委同意的，誰簽名都不可以，那不就不管了。所以十校長簽名沒有什麼問題。

十校長簽名後，我們還一道去了中南海見了喬石。當時喬石說話比較樂觀。十校長表示，現

在問題這麼複雜，到這麼尖銳的程度，中央也沒有聲音，怎麼辦呢？當時喬石說，你們不用

著急，我們可以解決。當時我們問怎麼解決。他說，哎呀我們一告訴你們，外面馬上就知道

了，這並不好。但最後他還是說了，他說我們最後決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體到天安門廣場去

勸勸學生，他是這麼說的，「如果學生還不聽，最後絕食絕到緊急關頭，我們要動用救護車

進去，帶著家長到裏面把學生帶出來」。他的意思就是不要餓死人了。當時他的意見還是中

央政治局一致的意見和辦法，準備採取強制救出的辦法，誰也沒有想到最後是這麼一個結

局。

當時直接管這個的是擔任教育部長的何東昌。他裏面最壞的一句話，我當時在哪兒是聽到



了。當時市委開會的時候，十校長老去啊。當時市委徵求十校長的意見，問這個怎麼辦呢？

當時大家讓我發言，還是人大常委嘛！我的意思就是跟學生妥協。我記得當時北京市市長陳

希同說了，他說沒法退，退了的話共產黨就垮了，不能讓步，一步都不能讓。

這是在那之前的那次會上，何東昌說了一句話我覺得最壞了，我也是記得他一輩子。他說你

們校長急什麼？我們當時說，現在學生對于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很反感，社論說這是

一小撮人在中間怎麼怎麼的，我們問，那這一小撮人究竟是什麼呢你們現在也不說，你光說

有那麼一小撮人。他說了一句話，說你們做校長的不要著急，這就是1957的年形勢，讓他們

去跳吧，跳到最後就知道誰是這一小撮了，這就是引蛇出洞。那一段中央也沒有聲音，其實

是激化矛盾，讓一部分人跳出來，最後用武力來收拾你。當時我對學生運動到這個地步的時

候，我覺得非常的傷心的，就是學生最後還是被人做了砝碼，做了一種工具，最後來看誰跳

的最兇的，最後他就想一網打盡了。

大家說我曾經對要出去的學生在校門口下跪，這個並不是很真實，我在門口堵過學生。那時

候外面已經很緊張了。我說過一句話，我說你們家長讓你們來學校學習，我對你們的安全負

責任，如果你們現在衝出學校去，可能會跟軍警發生衝突，這樣會流血，這樣我做校長的要

承擔責任，所以我要對你們的家長負責。我站在門口，如果你們要出去，你們從我身上過

去，這個有，沒有跪下來，我們當時都是和學生坐在地上的。

我其中最主要的一條，就是宣布軍隊戒嚴後，當時學校開黨委會，楊永林講完宣布中央軍隊

進入了以後，又召開黨委擴大會，處級以上的人都參加，形勢很緊張。傳達完了以後，最後

問我，江校長你有什麼話要說嗎？我說了一句話，後來這個話在天安門廣場立即播廣播了。

我說我表示三條意見：第一個學生是愛國的，第二個動用軍隊是錯誤的，第三個黨內沒有民

主了。說完話後我也覺得這校長絕對不會當了，因為我說了跟中央不同的意見了，這就是我

的當時的態度。

我這個的問題恐怕有人也知道，上面要怎麼處理我一直很為難。1989年5月26號，按照原來的

計劃，中國法學會派出一個代表團，叫中國民法經濟法代表團到美國夏威夷開會，我當團

長，我帶了八、九個人過去。在夏威夷開完會後到了舊金山，當時正好是六月四日以後。我

在舊金山全部看到了當時美國報道的天安門廣場的情況，當時舊金山到處都是遊行，反對鎮

壓學生，形勢是很緊張的。

到了飛機場，準備坐飛機回來了。這時候美國的一位教授還給我打電話，他說你這次回去危

險不危險，你的態度我們也都知道。我說，我一定要回去，在這種情況下不回去不行。當時

很多人發表聲明這個那個的，飛機已經空了，很多人不回去了。我記得機場有一個美國記者

來訪問我，當時我在這點兒上特別謹慎，我說我不會說英語，說不好，拒絕採訪。當時有一

個復旦大學的董世忠教授說他還有點事情沒有回去，其他的都帶回去了。6月6號晚上半夜到

了北京機場。戒嚴，車都沒有，什麼都沒有，所以鋪了張報紙在那兒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才

回去。這一條是最後考驗我政治態度的最重要的東西，認為我沒有在六四以後不回來，而且

還帶著訪問團回來的，表明我不是願意到國外去，不是跟黨對立。所以後來大概就是因為這

個，司法部決定是免職而不是撤職，這兩個差很多。

在最後司法部宣布免職的時候，是在禮堂搞的，司法部的一個副部長來的，來宣讀免職的命

令，但不管怎麼說，我對學校的建設有貢獻。免職和撤職，大家也知道這兩個差不多，但是

這兩個字的法律含義差很大。關于我被免職的情況，賀衛方的那個日記差不多。我最後的兩

句話就是「一直要做到將來要永遠不愧對人民，不愧對歷史」。這樣的話，人大常委會還沒



有到期，所以我還是人大常委會委員。

後來就形成了這麼一段很特殊的階段，從1989年到1993年。這段時間不允許我出國， 甚至校

黨委書記派黨委辦公室主任來找我，說校黨委決定，今後要是跟外國記者、外國人接觸要事

先報給校黨委。我當時很不客氣地說，我在全國人大開會期間，如果會場上有外國記者問

我，我是不是也要用原話告訴他，「我沒有辦法跟你談，因為我要經過校黨委的同意才可以

跟你談，你要說是需要這樣的話，我就這樣跟人家說。」他說，那個就不用了。我說，那是

你說的啊，凡是跟外國人談話要得到你的批准，結果被我頂回去了。

這一來的話，在學生中有了影響。後來有一些會我就不參加了。有一次紀念我們學校幾十周

年的校慶的時候，在會上唸到我的名字，嘩一下子掌聲就沒有完了，他們說你看這個會學生

抗議了。1990屆的學生畢業的時候，學生們也是不肯散場，等著我過去。

當時壓力非常大，當時6月份召開人大常委會都是兩個月一開，雙月，所以六月下旬開人大常

委會，這個會議變成了聲討趙紫陽的大會了，一個個的在罵趙紫陽，說反革命暴亂等等。當

時人大常委會裏面學者有我們三個，有厲以寧，他跟我一起搞了人大常委會24人簽名，一個

是董輔軔，我們三個都是大學教授，法學和經濟學，我們三個到最後就是沒有發言，壓力真

的很大，那些人都看著我們，好像我們是支持動亂的。那時我們不能表態啊，一表態就說明

你的立場被變過來了，你不表態說明你的立場還是沒有變化。唉！

江平口述 陳夏紅整理

訪談時間：2006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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